
[收稿日期]2014-04-05
[作者简介]张建雷（1988-），男，河南商丘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专业博士生，华中科

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

2014 年第 5 期 总第 179 期
CHANGBAIJOURNAL No.5 2014 Sum No.179

一、问题的提出
阶层分化是转型期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在职业取向、经济收

入、社会关系和政治态度上日益分化成差异极大的不同阶层。 阶层分化使得农村的利益主体和利益
来源多元化、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复杂化，形成了极其复杂的村庄政治社会现象，对于基层治理构成
了新的挑战。
关于农村阶层的既有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对农村阶层的划分标准和现状的研究，如陆

学艺、张厚义依据职业和生产资料的差异将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民分为八个阶层 [1]；毛丹、任强以社会
资源作为分层标准将农民分为精英、代理人、普通村民和弱势群体四个阶层[2]。 二是对农村阶层分化
的诱因分析，如侯麟科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阶层分化的影响 [3]；陈柏峰、王德福、刘锐等人则
从土地流转的角度，讨论了土地流转后农村阶层结构的变化[4][5][6]。 三是对阶层分化的社会后果及对基
层治理的影响研究，如卢福营从阶层博弈的视角考察了村庄权力结构的类型和博弈关系 [7]；林炳玉分
析了农村阶层分化给村党组织建设带来的新的问题和挑战 [8]；贺雪峰、杨华等人考察了中农阶层的兴
起以及中农阶层对于整合农村的阶层关系、稳定农村秩序的功能[9][10]；刘东杰、张长立研究了农村经济
能人对农村政治的浅层介入[11]；袁松研究了富人阶层的崛起及村庄权力结构寡头化的政治后果 [12]。
上述研究展示了转型期农村阶层分化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对于理解当前农村阶层的现状、成因、

特点和后果等具有很大帮助。 但这些研究多采用实体论视角，偏重于静态的阶层结构研究，忽视了对
阶层关系的动态考察，进而难以揭示农村阶层分化的内在逻辑及重塑基层治理的内在机制。 鉴于此，
笔者从村庄社会关联的视角考察农村阶层结构的关系状态和互动机制，分析阶层关系中的主导阶层
及其对基层治理的影响，进而对基层治理的重构做出解释。
二、农村阶层分化及社会确认机制
笔者的经验材料来自于笔者及所在团队 2013 年 10 月在浙北 D镇 Z村 20 天的驻村调查。 ①D镇

位于浙江省北部，是著名的工业强镇，村庄工业较为发达。 Z 村现有人口 3474 人，1265 户，水田 3347

[摘 要]农村阶层分化形塑出了极其复杂的村庄政治现象。 通过对当前农村阶层分化的状况及社会确认

机制的考察，可以从村庄社会关联的角度，具体地呈现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状况和互动机制，并揭示当前以富裕

阶层为主导的村庄阶层关系的特质及其后果：富裕阶层凭借其强大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动员能力，主导了

村庄选举，形成了以富人治村为核心的基层治理格局。在这种政治格局下，广大的中下阶层被排斥在村庄政治

权力和利益分配之外，基层治理隐含着严重的阶层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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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20世纪 70年代开始，Z村开始发展乡镇企业，主要生产五金产品。1990年以后随着村庄工业的发
展，村庄中聚集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口。 因此，村庄服务业也得到发展，主要是以个体工商户为主，如
小饭店、小商店等。 市场经济的充分展开，使得经济关系成为村民的主要关联形式，村庄的血缘关系
网络已经收缩至三代以内。

（一）村庄的阶层分化状况与特点
笔者主要借鉴了毛丹的农村阶层划分标准，即以社会资源作为分层标准。 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

笔者将社会资源分解为经济资源、社会关系资源和声望资源，并分别操作化为经济收入、社会关系网
及其规模、身份和政治权力。 据此，笔者将村庄的农民划分为四个阶层：富裕阶层、中等阶层、中下阶
层和贫弱阶层。
富裕阶层以村庄中开办工厂的老板为主构成，年收入在 100 万元以上。 由于他们的工厂都是置

办在村庄中，这批先富阶层并没有脱离村庄社会、迁往城市的需求。 虽然这个阶层的人数比较少，但
是积累的财富却远远超过其他阶层，因而高居村庄阶层结构的顶端。 富裕阶层的社会关系网络较广，
长期的经商也使得他们有着较强的建构和扩展社会关系的需求和能力。 并且，由于经济利益和社会
关系都是存在于村庄之中，该阶层还有着强烈的参与村庄政治的愿望和需求。 2000年以后，村两委会
的主职干部都是由富裕阶层的成员来担任。
中等阶层以村庄中的家庭作坊主为主构成，家庭年收入在 20-40万元之间。Z村目前共有 100多

个家庭作坊，占人口比例的 10%。 在家庭作坊经济中，家庭成员也同样作为主要劳动力参与生产劳
动，主要是夫妻合作的形式，妻子负责记账，丈夫负责生产和管理。 中等阶层对富裕阶层的依赖性较
大，如需要富裕阶层提供贷款或贷款担保等。 中等阶层的社会关系规模不大，主要是以亲戚和业务上
往来的朋友为主。 由于经济上对富裕阶层的依赖，在村庄选举中，中等阶层通常会帮助富裕阶层进行
政治动员，为富裕阶层提供政治和社会关系支持。
中下阶层主要以打工家庭、个体工商户和种田大户为主，家庭年收入在 5-10 万元之间。 这个阶

层构成村庄人口的多数，占 80%。 打工者主要是在镇和村庄中的工厂里打工，月工资在 3000-5000元
之间，家庭年收入维持在 5-10 万元之间。 个体工商户主要包括村庄中的商店、小饭店、理发店、小摊
贩等，许多个体工商户都是采取兼业的方式，如夫妻两人中，一个开商店，一个打工。 种田大户指种田
规模在 20亩以上的家庭，村庄中共有 18户种田大户。 中下阶层的社会关系网较小，主要包括夫妻双
方的直系亲属和少数朋友关系。 中下阶层忙于生计，很少有闲暇时间，既没有建构社会关系的时间和
精力，也没有扩展社会关系的需求和能力。 在村庄政治上，中下阶层并不关心村庄选举，是富裕阶层
的政治动员对象。
贫弱阶层主要包括村庄中丧失劳动力的老人以及困难户，这部分人占村庄家庭户比例的 5%，他

们几乎没有收入来源，生活仅能维持温饱。困难户主要因病或残致使没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收入。村庄
中多数 70 岁以上的老人则是由于子女不养，生活陷入困境沦为村庄的底层。 除少数直系亲戚外，贫
弱阶层就不再有其它的社会关系。 贫弱阶层是村庄社会的边缘群体。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概括出村庄阶层分化的两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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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各阶层之间界限明确，并有固化的趋势。 阶层界限的明确，既体现在各阶层间的经济差距
上，也体现在不同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地位上。 富裕阶层遥遥领先于其它阶层，中等阶层次之，中下阶
层和贫弱阶层则被远远甩开。 并且，阶层之间形成了明确的“区隔”，这体现在消费、社会交往和村庄
政治等多个层面。 阶层的“区隔”机制使得农民很容易将自己与其他农户划分在不同的阶层，形成阶
层的自我确认。
第二，阶层之间呈现出高度分化状态，阶层关系呈现出权力与支配关系。 富裕阶层基于其强大的

社会资源优势而成为村庄的经济和政治精英，中等阶层依附于富裕阶层。 并且，由于村庄工业的特
点，在富裕阶层、中等阶层与中下阶层之间，形成了老板和打工者的身份区别。 富裕阶层成为村庄社
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中心。

（二）消费：阶层的社会确认机制
消费是体现人们所处的社会层次的一个重要因素，许多学者将消费作为社会分层的重要维度和

划分依据，如李培林、张翼以衡量消费水平的恩格尔系数为标准，将社会人群划分为七个消费阶层[13]；
李春玲依据家庭耐用品消费指数将社会人群划分为五个消费阶层 [14]。在村庄“场域”中，消费既是区分
不同阶层的社会符号，也是阶层的社会再生产机制，即在消费过程中完成了阶层的社会确认。 笔者将
农民的消费行为划分为两个层次：日常消费和社会性消费，并据此考察阶层的社会确认过程。
第一，日常消费：阶层自我确认。 日常消费是指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消费，主要包括日常饮食、

休闲和娱乐等。日常消费是农民的生活方式的体现。在传统农村的日常生活中，所体现的是“过日子”
的逻辑，在农业剩余有限的条件下，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总是省吃俭用，以能顺利把“日子”过下去。 改
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消费结构得到改善，但同时也呈现出了阶层分化。
总体来看，不同阶层之间在日常消费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休闲和娱乐上，主要有两点：一是休闲

时间，二是休闲方式。 在休闲时间上，富裕阶层和中等阶层圈子有着大量可支配的闲暇时间，对于中
下阶层而言，受制于工厂制度和生存压力的约束，几乎没有休闲娱乐的时间和精力。 在休闲方式上，
中下阶层的闲暇时间多是用于看电视和打麻将。 富裕阶层和中等阶层的老板们更加注重提升生活的
品味，并自觉地同中下阶层的生活拉开距离。 聚餐、钓鱼、喝茶以及到镇里的休闲会所洗澡、泡脚等，
这些构成了富人的日常消费方式，中等阶层则经常性地参与到富裕阶层的休闲活动之中。 近些年，D
镇的各个村都兴起了许多舞蹈队，但这些舞蹈队多是“老板娘”队（富裕阶层和中等阶层的妇女），并
有一定的“身价”，只参加政府举办的大型文艺活动。 生活方式的差异，使得村民自觉地区分出了自己
所处的阶层位置：

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他们在工厂里打工的，每天早上五点钟就要起来准备上班，晚上很早就要
睡觉了。 而晚上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们晚上基本都是两三点钟才睡觉，晚上跟朋友们一起喝喝
茶、打打牌。有钱的跟有钱的一个圈子，没有钱的，跟不牢我们。我们出去玩，开销也很大的，他们也吃
不消。 （同工厂老板朱阿东的访谈）
第二，社会性消费：阶层的社会确认。 社会性消费是指农民在建构社会关系时所进行的消费活

动，这类消费具有社会礼仪性质，最基本的形式就是红白喜事上的人情消费。 人情关系所体现的是最
基本的互助关系，农民经常将人情往来称为“人情债”，意思即在于人情是作为一种生活中的互助机
制。 在 1980年代，Z村还保持有这种传统的互助性的人情关系，办红白喜事时，亲戚和四邻都要过去
帮忙（如：买菜、做饭、借桌椅板凳等）。 1990 年代以后，人情的互助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邻居之间的
人情交往开始货币化，朋友关系开始成为人情关系的主体，人情消费呈现出阶层差异。
富裕阶层的人情消费规模最大、标准最高，这主要是基于富裕阶层庞大的朋友关系网络和强大

的社会关系建构能力。如 Z村的书记朱东强在儿子结婚时办了约 100桌酒席，其中，80%是朋友关系，
20%是亲戚和邻居，并且，酒席的档次很高，一桌酒席的成本已经超过了 3000 元。 作为社会仪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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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消费成为富裕阶层彰显其财富和社会关系的舞台。 中等阶层人情消费的规模和标准都远低于富裕
阶层，酒席规模一般在 40桌左右，这显然是受其经济能力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限制。 但是，中等阶层的
人情消费必须要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规模和标准，以同中下阶层拉开差距，不然的话，会“掉了面
子，被人看不起”。 中下阶层的人情消费规模最小、标准最低，一般包括夫妻双方的直系亲属和部分关
系较好的朋友，酒席的规模不会超过 20 桌。 由于富裕阶层和中上阶层不断提高了人情标准，许多中
下阶层家庭都在不断压缩自己的人情圈，以减少人情负担，如退出同邻居、关系一般的朋友的人情关
系，或结婚时不办酒席等。
社会性消费不同于日常消费，日常消费是在农民的私人生活领域进行的，社会性消费则发生于

村庄的公共生活领域，具有公共的礼仪规则属性。 因此，社会性消费内含有村庄社会评价和社会规范
的意义。正如村民所说的“人情的规模越大，就越有面子，说明你这个人可以。 ”因此，人情是一种社会
认可机制，人情消费的阶层性所体现的是阶层的社会确认，即村庄社会对其成员所处的阶层结构位
置的确认。
三、村庄社会关联与阶层关系分析
（一）村庄社会关联
村庄社会关联是指处于事件中的村民在应对事件时可以调用的村庄内部关系及建立在这种关

系上的行动能力的总称[15]。在结构层面，村庄社会关联是指在村庄内部产生的地缘关系、血缘关系（宗
亲和姻亲）、基于共同经历（如同学、战友、生意上的伙伴）和经济生产中的不同地位（如雇主与雇工）
所形成的契约关系和权威关系等村民之间联系的总和。 在功能上，社会关联程度高的村庄，村民之间
就会形成较强的一致行动能力，以帮助有需要的村民应对日常性和突发性事件，从而强化了村庄整
合和村庄规范。 对于村庄治理而言，较高的社会关联度可以有效地抑制少数钉子户的不合作行为，处
理村庄的公共事务，抵制村庄精英和乡镇政府对村民利益的侵害。 因此，村庄社会关联构成村庄秩序
的基础。
在传统时期，农村的人口流动和职业分化较弱，村庄社会关联主要是基于血缘和地缘等传统型

关联，并且，是以血缘关系为主导，地缘仅是血缘的“投影”。 血缘上的亲疏远近构成传统型关联的联
系链条，农民以宗族或家族为单位产生一致行动，维护村庄的社会秩序。 在人民公社时期，村庄的传
统型关联被打破，强有力的基层党政组织成为村庄社会关联的主导形式，农民以生产队、生产大队乃
至公社为单位产生一致行动，国家政权力量主导了村庄政治秩序。 1980年代以后，国家权力逐步退出
农村，村庄的传统型关联开始恢复。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村内部产生了经济分化，契约关系、雇佣
关系等现代型社会关联开始在村庄中出现，传统型关联和现代型关联交织在一起，村庄社会关联呈
现出极为复杂的结构形式。

1990年代以后，随着农村内部阶层分化的加剧，村庄社会关联呈现出阶层化特征。最突出的表现
是，农村中新兴的富裕阶层利用其在市场中取得的优势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重建社会关
联链条，组织村民展开对其有利的一致行动。 如村庄内部的私营企业主借助自己在村庄中的雇工关
系、借贷、提供商业信息等，统合村庄的地缘和血缘关系，确立自己在村庄中的权威、声望和地位，并
发挥对村庄政治的影响力。

（二）阶层关系：阶层的社会关联分析
村庄社会关联的阶层化特征是阶层关系在农村社会的一种独特的呈现机制。 农村的阶层分化不

同于城市，城市中的阶层关系可以通过经济资源的占有多少直观地呈现出来。 农村社会除了有分化
的力量之外，还有阶层整合的力量，如血缘和地缘关系[16]。因此，经济因素并不足以完全呈现农村的阶
层关系，村庄社会关联则可以作为考察农村阶层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中间变量。
通过村庄社会关联考察农村的阶层关系可以称之为“阶层的社会关联分析”。 在结构上，阶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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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联分析可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同一阶层内部的社会关联，二是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关联。 在
具体内容上，阶层的社会关联可以分解为如下指标：社会关联的具体关系形态、互动方式、社会关联
链条长短、强度等。 据此，我们可以展开对 Z村的阶层关系分析，如表 2和表 3所示：
首先，在富裕阶层中，基于经济生产、经济收入、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等同质性，形成了关系较为

紧密的圈子。 在富裕阶层的圈子中，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进行经济合作，如生产业务的往来、信息的
沟通、资金借贷和担保等。 经济上的互助圈，同时也是富裕阶层在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交往圈和人情
圈。 在经济互助和社会交往中所形成的紧密关系，拉长了富裕阶层内部的社会关联链条，强化了社会
关联强度。 通过将各种朋友关系、血缘、趣缘和地缘关系等整合到自己的圈子中，以相互提供经济支
持、社会支持和政治支持，富裕阶层内部能够产生极强的一致行动能力。
其次，在富裕阶层与中等阶层之间，由于中等阶层的家庭作坊经济的特点，中等阶层自身无力解

决生产中的资金周转问题，而需要富裕阶层为其提供资金支持。 依托于同富裕阶层的地缘、血缘和朋
友关系，中等阶层能够取得富裕阶层的经济帮助。 为维持同富裕阶层的经济联系，中等阶层还必须不
断地同富裕阶层建构社会关系，参与其人情往来，并为其提供政治支持。 这样，在富裕阶层与中等阶
层之间形成了持续的、强有力的社会关联。
第三，在富裕阶层与中下阶层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亲属关系和雇佣关系。 在富裕阶层开办的

工厂中，工人的构成中既有自己的亲属也有本村庄的村民。 亲属关系和雇佣关系的叠加，既存在着富
裕阶层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对中下阶层的经济照顾，也隐含着一种支配关系。 此外，富裕阶层还可基
于其强大的经济资源优势诱导中下阶层为其提供社会支持和政治支持。 以此，在血缘和地缘关系的
基础上，通过利益俘获，富裕阶层同中下阶层建立起了较高的社会关联。
第四，对于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而言，无论是在其阶层内部，还是在阶层之间，村庄社会关联度

都呈现出较低的状态。 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的关系形态主要包括亲属关系、地缘关系和朋友关系，其
中，中下阶层的朋友关系远少于中等阶层，而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的关系形态和社会关联链条又远
小于富裕阶层。 并且，这两个阶层内部及阶层之间的互动方式极为松散，很难形成紧密的圈子。 中等
阶层以家庭作坊主为主，除对富裕阶层的经济依赖之外，其经济生产具有极强的自主性，小规模生
产，直接面对村庄外部市场，并不存在阶层内部相互合作的需求。 中下阶层则是以打工者和个体户为
主，日常生活中忙于经济的压力，很少有社会交往的时间和需求。 因此，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之间呈
现出低度关联的原子化状态。
总体来看，在村庄中的三个主要阶层中，富裕阶层的社会关联度最高，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的社

会关联度较低。 因此，在经济生活、社会交往和村庄政治中，富裕阶层会产生极强的一致行动能力，而
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则不具有一致行动能力。 并且，在阶层之间，富人阶层依托其强大的经济资源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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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利用村庄中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同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建立起了较高的社会关联度。 这种阶层之
间的社会关联是单向度的，以富裕阶层为核心和主导，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则处于依附和被支配地
位。 在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之间，则由于其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的限度，很难形成一致行动能力。
通过阶层的社会关联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村庄的阶层关系中，存在着“支配—被支配”关

系，富裕阶层处于支配地位，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处于被支配地位。 这种阶层关系的出现是富裕阶层
重建村庄社会关联，获取其在村庄中的权威、声望和地位的产物。
四、村庄选举与阶层动员：阶层关系的政治表达
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村庄选举成为村庄政治的焦点。 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全国大部

分地区进行了村委会换届选举。 村民自治的组织意图是要实现民主化的村级治理，但是，生活在村庄
中的农民并不是理性的、原子化的个体，而是生活在村庄中的各种血缘、地缘、契约等传统的和现代
的社会关联中。 因此，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必须建立在特定的村庄社会关联上[14]。 在以传统的血缘和地
缘关联为主导的村庄，村庄选举以宗族、家族或自然村为单位展开，所体现的是不同宗族、家族或自
然村的利益竞争[17]。 而在以阶层分化为主导的社会关联的村庄，村庄选举则呈现出阶层动员的特征，
并通常表现为村庄中的精英阶层通过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动员形成对村庄权力结构的垄断 [11]。因此，
在以阶层关系为主导的村庄社会关联下，村庄选举成为农村阶层关系的政治表达。

2000年前后，Z村的权力精英发生了更替。 世纪之交兴起的村民自治选举，为富裕阶层在村庄政
治结构中的崛起提供了契机，老一代基于传统政治声望的村干部退出了村庄政治舞台，新兴的富裕
阶层成员通过村庄选举赢取了对村庄权力结构的领导。 在村庄选举中，新兴的富裕阶层依托于其强
有力的村庄社会关联，在村庄的各阶层中进行了广泛而持续的利益动员。

选举的第一步是要成立一个选举班子，班子的成员都是他们自己的圈子里的，一般都是那些经
济实力较强、家族较大、朋友较多的人。一个班子里有五个人，因为选举要产生五个村干部。班子确定
了之后，每个人的村干部职位也都有了着落，就相当于吃了颗定心丸。 班子里的人都有自己稳定的亲
戚和朋友关系，这些关系就构成他们的“铁票”。 “铁票”的意思就是自己的“铁杆儿”的票，主要是以班
子成员的四或五代以内的家族成员、关系较好的邻居和朋友构成。“铁票”能占到村庄全部选票的 20%
左右，剩下的 80%的票就要靠拉票了。

关系密切的亲戚和朋友是不需要拉票的。 拉票的对象主要是跟他们关系比较一般的人。 他们雇
了一帮子人，有他们的亲戚，有本村给他们打工的，几十个，这些人是专门给他们跑腿拉票的，有好处
拿的。 拉票就是拉关系，找自己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邻居的邻居，只要是能扯上关系的，他们都
能动员起来。 关系一般的话，钞票就能起作用了，给的钱多自然就选你，需要拉关系的人，主要靠钞票
来解决。 这几年一张选票的价格都是几百或一千元，不花个几百万是选不来村干部的。 （根据与村委
会老会计王林的访谈资料整理）
在村庄选举中，富裕阶层内部的社会关联以精英联盟的形式表现出来。 “选举班子”依托于富裕

阶层的圈子而形成，是富裕阶层内部高度社会关联的体现。 而通过组建选举班子，富裕阶层内部形成
关系相对稳定的联盟，以互惠互利，因此，“选举班子”又具有精英联盟的性质。 富裕阶层的精英联盟
形成了极高的社会关联度，这成为富裕阶层进行阶层动员的基础。
在选举过程中，富裕阶层利用其在村庄阶层关系中的支配地位，以利益俘获的方式扩展了与中

等阶层和中下阶层的社会关联，进而实现了其村庄社会关联的政治表达。 因此，村庄选举主要体现为
由富裕阶层所主导的阶层动员过程。 如前所述，富裕阶层对中等阶层的支配主要借助于中等阶层的
经济依附而完成的，对中下阶层的支配则主要体现在雇佣关系上，而阶层间的支配关系往往又结合
着血缘和地缘关系，因而呈现出隐性的支配关系。 村庄选举的展开，阶层之间的隐性支配关系被富裕
阶层充分调动。 为取得选举的成功，富裕阶层需要最大程度地扩展其村庄社会关联，同富裕阶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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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直接支配关系的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成员，成为富裕阶层扩展其社会关联的重要节点。 通过社会
关系和经济资源的充分调动，富裕阶层主导了村庄选举，成为村庄政治权力结构的中心。
五、富人治村与分利秩序：基层治理的重构
在以富裕阶层为主导的村庄选举下，基层治理呈现出“富人治村”的治理格局[12]。 显然，这是外生

性村民自治制度与农村内部阶层分化“镶嵌”的结果。 富人治村的出现，意味着村庄中政治权力的生
产逻辑发生了根本变化，政治权力的产生不再是基于传统的道德声望或政治考核，而是基于经济利
益和社会关系。 富人治村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村两委干部均是由富裕阶层的成员担任，二是村庄中
形成了以富裕阶层为主导的利益分配格局。

2000 年至 2013 年期间，Z 村共有四位村民先后担任过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职务， 分别
是：王荣、朱为钢、朱海军和王根勇，这四位村民均是资产过千万的企业老板，每次换届选举中用于贿
赂选票的花费都在百万元以上，其中，2011 年换届选举时，王根勇一掷千万，最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
村主任。 除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外，其他村干部也都是以企业老板为主。 正如村民所说的“现在当村
干部的都是有钱人，没有钱当不了村干部，没有钱的话你参加竞选的资格都没有，玩不起。 ”
许多学者都讨论过富人治村的治理绩效， 如徐勇认为经济能人治村能够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

实现农村向法治型治理模式的转变[18]；卢福营认为富人治村是乡村政治的新模式，对于村庄公共权力
的运作和基层社区管理都显现了良好的治理绩效 [19]；贺雪峰、袁松等人则注意到了富人治村的消极后
果，如对普通村民的政治排斥、基层民主的萎缩、乡村治理的内卷化等[20][12]。 从 Z村富人治村的治理实
践来看，笔者更认同贺雪峰和袁松的观点。 以富裕阶层的利益动员为主导的权力生产，必然要进行利
益的再分配。 在 Z村的治理实践中，形成了以富裕阶层为主导的利益再分配格局，由此形塑的基层治
理可以称之为分利秩序[21]。
分利秩序的特点在于，村庄利益的再分配以权力为中心，以富裕阶层为主导，并形成了富裕阶层

对利益分配的垄断。 利益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村庄内生资源和国家项目资源，Z 村争取的国家项
目资源较少，村庄利益主要以内生资源为主。根据利益总量的大小又可分为核心利益和边缘利益。核
心利益是指一些重要的、影响和规模较大的利益项目，如重大的项目资源、村集体收入、集体土地和
鱼塘的承包、宅基地的分配等，这部分利益的分配主要在富裕阶层圈子内部进行。 边缘利益是指一些
影响和规模都较小的利益，如低保指标、道路清洁工作、集体设施维修工作等，这部分利益往往由村
干部分配给自己中下阶层的亲戚、工人、邻居等，以回馈他们在选举中提供的帮助。
由上表可知，近十年来，村庄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的公共利益几乎全部由新兴的富裕阶层所占有。

在富裕阶层强大的社会关联度下， 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被裹挟入富裕阶层所主导的村庄政治格局
中，很难进行独立的、主动的政治参与，而处于政治的被支配地位。 在村庄的权力格局中，富裕阶层垄
断了权力的生产和运作机制，这集中地体现在村庄的利益再分配中。 无论是村庄的核心利益，还是边
缘利益，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都被排斥在利益分配范围之外。 由富裕阶层所主导的
分利秩序，形成了阶层间的政治排斥机制。
富人治村和分利秩序成为基层治理的新格局，这种治理格局的出现是农村阶层分化的结果。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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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分化改变了农村传统的社会关联，形成了以富裕阶层为主导的村庄政治权力格局，重构了基层治
理。 但是，这种治理格局是一种不平等的政治格局，占村庄中的绝大多数的中下阶层被排斥到了村庄
政治参与和利益分配之外，因而，这种治理格局隐含着严重的阶层利益冲突。
六、小结与讨论
笔者考察了当前农村阶层分化的状况及社会确认机制，在此基础上，从村庄社会关联的角度，分

析了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状况和互动机制，揭示了以富裕阶层为主导的村庄阶层关系的特质及其政治
后果：富裕阶层凭借其强大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动员能力，主导了村庄选举，形成了以富人治村和
分利秩序为核心的基层治理格局。 在这种政治格局下，广大的中下阶层被排斥在村庄政治权力和利
益分配之外，基层治理隐含着严重的阶层冲突。
农村阶层分化构成对基层民主制度和基层治理的严重挑战。 如何整合农村各阶层利益，实现各

阶层的良性互动，事关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协调发展的大局。 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应该侧重于发展
基层民主，制度设计上应该兼顾农村大多数阶层的利益。 阶层分化背景下的基层民主建设，应以强化
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为主，更加强调决策中平等的协商、讨论和参与，而非抽象的程序民主。 基层政府
对于富人治村模式应持谨慎态度，应加强对基层选举和权力运作的监管和规范，侧重于扶持和培育
能够兼顾多数阶层利益、协调阶层关系、稳定农村秩序的乡村干部作为治理主体。

注释：

①感谢一起调查的谭林丽、王海娟、印子三位博士，本文中所涉及的地名和人名已经过技术处理。
②贫弱阶层由于经济贫困，已经基本退出村庄中的人情关系和社会交往，并且，其数量较少，对村庄社会关系和政

治生活几乎不能产生任何影响。 因此，不作为本节的分析对象。 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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